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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值理论的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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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揭示 1990－2011 年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采用能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将耕地利用集

约度分解为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 2 个指标的乘积，剖析了中国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劳动力等五

大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990－2011 年，包括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农膜      
4 种生产要素的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呈线性增长趋势，而劳动集约度则呈现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1996 年工业辅助

能集约度在生产要素集约度中所占比例首次超过 50%，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期间复种指数增长率为 0.1794，其对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96 年劳动集约度高的主要是

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中的西部农业省份，而工业辅助能集约度高的大都是初步或基本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的

经济发展水平高或工业基础好的省份；1996－2008 年，沿海经济发达区、西部地区和部分粮食主产区劳动集约度

下降幅度较大而工业辅助能集约度上升幅度大；1996－2008 年，复种指数下降是导致南方水稻主产区耕地利用集

约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绝大多数北方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也主要是由于复种指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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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经济建设对

土地的需求日益膨胀，通过农地非农化来满足经济

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

然而，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均耕地

面积只有 0.093 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7%[2]；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和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

粮食需求将呈现出刚性增长趋势，因此耕地资源短

缺和粮食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鉴于中国的

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开源的前景不容乐观，因此，

如何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妥善解决经济发展和

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3]。从已有

研究文献来看，耕地和农地集约利用的测度方法很

多，主要有复种指数、资本和劳动成本、实物形态

的各种生产资料投入量、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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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地集约或粗放利用的本质是资本、劳动力、

技术等经济要素与土地面积间的替代，因此投入测

度应该是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4-5]。土地投入

包括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种子

等众多要素，各要素计量单位相差很大，无法进行

时空比较和综合分析[5]。为此，研究者以价值为尺

度，有效解决了各种投入的量纲问题，然而其最大

的缺点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时空差异很

大，有时候会与劳动和物质投入的真正数量出现较

大的偏差[4,6-7]。在各种投入物质难以比较的情况下，

复种指数是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指标[4]，它是

指某一区域一定时间内（通常为 1 年）耕地上农作

物种植的次数，通常用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

的比值来表示；一般来讲，复种指数越高, 耕地生

产率也越高[6]。因此，从投入角度来看，要全面分

析耕地集约利用变化，必须解决 2 个问题：第一，

采取有效的方法统一耕地投入的量纲，以便进行时

空比较；第二，将耕地投入和复种指数进行综合考

虑，构建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和复种指数的耕地利用

综合指标。 
能值理论是著名系统生态学家 Odum 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创立。所谓能值（Emergy）是指某

·综合研究·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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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流动或贮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类别能量的数

量，即产品或劳务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投入应

用的一种能量的总和；能值不等于实际的能量，

而是一定类别和一定数量的能量在一定时间和空

间的聚集。由于各种资源、产品或劳务的能量均

直接或间接的起源于太阳能，故多以太阳能值

（solar emergy）来衡量某一能量的能值大小，其

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 emjoules，即 sej），它

不存在时空差异问题[8-9]。与价值形态相比，能值

能更好地解决耕地各种投入的量纲统一问题[5]。近

年来，能值理论已广泛应用于耕地生态系统[10-11]和

农地利用集约度[5,12]的研究当中，但运用能值理论

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此方法，通过

分解耕地集约利用指数，构建包括耕地物质投入和

复种指数的综合指标，并对 1990－2011 年中国耕

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有关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等相

关生产要素投入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等数据来源

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12 年），劳动力投

入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编的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95－2012 年）。

耕地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 年）

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0－2012 年）。 
1.2  研究方法 

1.2.1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计算与分解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投

入的各种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即所投入的数

量越多，则耕地利用集约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其实质就是经营者用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来替代土

地面积以提高产出的过程[4]。伊利认为：“对现在已

利用的土地增加劳力和资本，这个方法叫做土地利

用的集约”[13]。参照张琳等的研究[14]，根据能值理

论，可以将“耕地利用集约度”界定为“一定时间

内投入到单位面积耕地上的物质和劳动力的能值

总量”，即： 
I = (C + L)/S           （1） 

式中：I 为耕地利用集约度，sej/hm2；C 为投入到

耕地中的物质资本的能值，sej；L 为投入到耕地中

的劳动能值，sej；S 为耕地面积，hm2。 
式（1）只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揭示了耕地

集约利用的变化，未有将复种指数涵盖在内。对式

（1）进行变换，构建一个涵盖生产要素投入和复

种指数的耕地集约利用指标，其表达式为： 

=C L C L AI P M
S A S
+ +

= = × ×      （2） 

式中：A 为农作物播种面积，hm2；P 为单位农作物

播种面积上的生产要素投入量，可称为生产要素集

约度，sej；M 为复种指数（multiple cropping index）。 
由式（2）可知，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实际

上受 2 个因素的影响，即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

数。提高复种指数是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手

段，如果复种指数不变，单靠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

则有可能出现土地的过度集约，进而产生各种负面

生态环境效应或者产出效益低下。例如，当化肥、

农药、农膜等要素投入过多时，将导致土壤养分失

衡、土壤酸化、土壤污染物质积累等一系列土地退

化问题；而劳动过多的投入，则可能出现劳动边际

效率为负，进而导致产出负增长的情况[15-16]。根据

计量经济学的推算原理[17]，将式（2）两边取自然

对数： 
lnI = lnP + lnM          （3） 

对式（3）两边求导并以差分方程形式表示： 
ΔI/I = ΔP/P + ΔM /M        （4） 

式中：∆I、∆P 和∆M 分别为一定时期内，耕地利用

集约度的增量，sej/hm2；耕地生产要素集约度增量，

sej/hm2；复种指数增量（无量纲）。 

令 ˆ /I I I= Δ ， ˆ /P P P= Δ ， ˆ /M M M= Δ ，则

可以得到： 
ˆ ˆ ˆI P M= +             （5） 

式中： Î 、 P̂ 和 M̂ 分别为一定时期内，耕地利用集

约度、耕地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的增长率。

式（5）表明，一定时期内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增长

率是耕地要素投入集约度增长率和复种指数增长

率之和。 
1.2.2  耕地投入生产要素的能值计算 

本研究考虑耕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主要包括：农

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劳动力等五大类，

需要指出除五大类物质投入外，耕地的投入还包括

种子、畜力、除草剂等，但相关研究表明，上述五

大类生产要素的投入占耕地投入的绝大比例，基本

代表了耕地投入的整体发展趋势[5,7,18]。五大类生产

要素能值的计算如下： 
1）农业机械能值： 

E q q qQ T C N Z= ⋅ ⋅ ⋅          （6） 

式中：QE 为投入的农业机械总能值，sej；Tq 为农

业机械能值转化率，7.50×103sej/J[8]；Cq 为农业机械

动力的能量折算系数，2.10×108J/kg[8]；Nq 为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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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总动力，kW；Z 为各种农用机械的千瓦数

折成千克数后，再乘以折旧系数 0.1 的值，计算公

式为： 

1 2

3

0.1

       

a b

a b c a b c

c

a b c

Q Q
Z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
= × × + × +⎢ + + + +⎣

⎤
× ⎥+ + ⎦

（7） 

式中：Qa、Qb 和 Qc 分别为汽油发动机动力、电动

机动力和柴油发动机动力，kW；Q1、Q2 和 Q3 分别

为动力机械、排灌机械和大型农具的质能折算系

数，其值分别为 104.72、4.96 和 393.04 kg/kW[5]。 
2）化肥能值： 

E N N P P K K F FF R T R T R T R T= ⋅ + ⋅ + ⋅ + ⋅  （8） 

式中：FE 为使用化肥的总能值，sej；RN、RP、RK

和 RF 分别为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的使用总

量，t；TN、TP、TK 和 TF 分别为氮肥、磷肥、钾肥

和复合肥的能值转化率，其值为 3.80×1015 、

3.90×1015、1.10×1015和 2.80×1015 sej/t[19]。 
3）农药能值： 

E D DD T N= ⋅            （9） 

式中：DE 为投入的农药总能值，sej；TD 为农药的

能值转化率，1.62×1015sej/t[19]；ND为农药的使用总

量，t。 
4）农膜能值： 

E B BB T N= ⋅           （10） 

式中：BE 为投入的农膜总能值，sej；TB 为农膜的

能值转化率，3.80×1014sej/t[19]；NB 为农膜的使用

总量，t。 
5）劳动力能值： 

E l l lL T C N= ⋅ ⋅           （11） 

式中：LE 为投入的劳动力总能值，sej；Tl 为劳动

力的能值转化率，3.80×105sej/J[8]；Cl 为劳动力的

能量折算系数，1.26×107J/人[8]；Nl 为投入的劳动

力总量，人。 
将五大类生产要素的投入总量分别除以农作

物播种面积 A，则可以得到五大类生产要素的集约

度，分别记作农业机械集约度、化肥集约度、农药

集约度、农膜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其中，农业机

械、化肥、农药和农膜为工业辅助能，其在生产中

所投入比例大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9]，

本文把这四者之和称为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五大

类生产要素集约度之和称为生产要素集约度 P。 
1.2.3  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指数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G大于劳动集约度L是现代

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20]，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角

度，构建表征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指数 V，其表达

式为： 
V = G/L             （12） 

当 V＞1 时，表明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 超过了

劳动集约度 L，此时已迈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当

V=1 时，G=L，此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阶段；当 V＜1 时，G＜L，此时仍处于传统农业生

产模式。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要素集约度的时序变化分析 

2.1.1  农业机械集约度 

1990－2011 年，中国农业机械集约度呈现出显

著 的 线 性 增 长 特 征 ， 其 变 化 的 方 程 为

y1=1.1313x+4.2506（其中 x 为年份，1990－2011 年；

R2=0.9807）。2011 年农业机械集约度为 1990 年的

3.82 倍，年均增长速度达 6.59%；22 a 间，农业机

械集约度占生产要素集约度的比例由 4.40%上升到

16.73%。1990 年以来，中国农业机械集约度不断提

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 3 个方面：第一，从宏观层

面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非农部门对劳

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此

同时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也不断改变，导致农业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因而其流动规模进一步

扩大，自 1990 年以来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

快速转移过程[21]；因此，为有效保障农作物播种面

积和粮食产量，最为可行的方法就是以农业机械替

代劳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第二，从农户微观层

面看，外出务工的一般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从事农

业生产的大都是老人和妇女[22]，农业的高强度体力

劳动特征促使他们必须使用各种农业机械，才能有

效进行农业生产。第三，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政

府对农业机械化建设始终高度重视，自 1996 年以

来，先后实施了农业机械化发展“九五”、“十五”、

“十一五”和“十二五”4 个发展规划，2004 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

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

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之后购置农

机具补贴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得到了全

面的贯彻实施，并且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根据《全

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二五年规划》，“十一五”

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351 亿

元，补贴购置农机具 1078 万台套，使全国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52.3%，实现了从

人畜力作业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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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化肥、农药和农膜集约度 

1990－2011 年，中国的化肥、农药和农膜集约

度都呈现出快速的增长特征（表 1），22 a 来三者分

别增长了 0.82 倍、1.23 倍和 3.50 倍，年均增长速

度分别为 2.89%、3.88%和 7.42%。化肥集约度占生

产要素集约度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34.20%，上升到

2011 年的 61.86%，提高了 27.66 个百分点；1998
年化肥集约度达 88.82×1013 sej/hm2，首次超过劳动

集约度（82.23×1013 sej/hm2），成为耕地中的最大物

质投入品种，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约占

50%[15]；2001 年化肥集约度达到了 91×1013 sej/hm2，

占生产要素集约度比例首次超过 50%（其所占比例

为 50.47%），方程 y2=2.274x+64.81（R2=0.9663）反

映了化肥集约度的变化趋势。可见，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化肥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增产的最为重

要因素。农药和农膜集约度占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

很小，22 a 来两者占生产要素集约度的比例分别从

0.44%和 0.07%上升到 0.98%和 0.30%。虽然农药和

农膜集约度占生产要素集约度的比例较小，但两者

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不可否认。例如，农药有效地控

制了农作物病虫害，如果没有农药世界粮食产量将

至少减少一半[23]。农药和农膜集约度变化的方程分

别 为 y3=0.0475x+0.7994 （ R2=0.9666 ） 和

y4=0.0192x+0.1227（R2=0.9935）（表 1）。 

 

表 1  中国耕地各投入要素集约度、复种指数和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inputting factors intensity,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and land use intensity in China 
1013sej·hm-2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energy intensity  

年份 
Year 农业机械集约度 

Farm machine 
intensity 

化肥集约度 
Fertilizer  
intensity 

农药集约度 
Pesticide  
intensity 

农膜集约度
Agricultural
film intensity

小计 
Subtotal 

劳动集约度 L
Labor 

intensity 

生产要素 
集约度 P 

Production  
factors intensity 

复种指数 M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耕地利用 
集约度 I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1990 7.94 61.66 0.80 0.12 70.52 109.77 180.29 1.132 204.08 

1991 8.06 65.74 0.82 0.16 74.78 99.41 174.19 1.141 198.85 

1992 8.34 68.42 0.86 0.20 77.82 100.19 178.01 1.140 202.90 

1993 9.03 74.00 0.93 0.18 84.14 100.07 184.21 1.134 208.87 

1994 9.75 77.13 1.07 0.23 88.18 95.12 183.30 1.140 208.99 

1995 10.43 82.22 1.17 0.23 94.05 99.13 193.18 1.152 222.54 

1996 11.18 85.94 1.21 0.26 98.59 96.23 194.82 1.172 228.30 

1997 12.16 87.87 1.26 0.29 101.58 92.52 194.10 1.188 230.51 

1998 13.20 88.82 1.28 0.29 103.59 82.23 185.82 1.205 223.98 

1999 14.56 88.73 1.37 0.31 104.97 75.69 180.66 1.215 219.41 

2000 15.94 88.87 1.33 0.32 106.46 71.89 178.35 1.219 217.37 

2001 16.97 91.00 1.33 0.35 109.65 70.64 180.29 1.220 219.97 

2002 18.12 92.82 1.37 0.38 112.69 67.26 179.95 1.228 220.97 

2003 19.29 95.42 1.43 0.40 116.54 64.54 181.08 1.235 223.67 

2004 20.53 98.98 1.46 0.42 121.39 57.10 178.49 1.254 223.83 

2005 21.83 100.07 1.52 0.43 123.85 56.11 179.96 1.274 229.20 

2006 23.74 105.42 1.64 0.46 131.26 49.89 181.15 1.249 226.34 

2007 24.95 107.77 1.71 0.48 134.91 46.60 181.51 1.261 228.83 

2008 26.46 108.13 1.73 0.49 136.81 43.02 179.83 1.284 230.87 

2009 27.82 109.32 1.75 0.50 139.39 39.77 179.16 1.304 233.60 

2010 29.10 110.58 1.77 0.51 141.96 37.68 179.64 1.321 237.31 

2011 30.35 112.25 1.78 0.54 144.92 36.53 181.45 1.335 242.23 

注：P=G+L。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化肥、农药和农

膜集约度与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的农业产值

（1990 年不变价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5、 
0.962 和 0.936，并且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检验。可见，化肥、农药和农膜是对耕地产出效   
率影响较大的 3 项投入，也是推进中国实现农业生

产快速和稳步增长的手段。1990－2011 年，三者  

集约度之和分别从 62.58×1013 sej/hm2 上升到

114.57×1013 sej/hm2，其所占生产要素集约度 P 的比

例也由 34.71%上升到 63.14%。虽然，化肥、农药

和农膜对于促进农业稳定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由于过量使用，其对农业生态环境已产生

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量居世界之首，单位面积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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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 倍和 2 倍[15]；由于不正确地施用化肥和农药，

中国已有 7%的耕地面积受到污染，导致的主要农业

生态环境问题有土壤养分失衡、土壤酸化、土壤污

染物质积累、土地退化等；另外，中国农膜的年平

均残留量高达 35 万 t，残膜率达 40%，每年约有 5～
12 万人的健康受到高残留农药的影响[15,23]。因此，

今后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方向应该是提高化肥、

农药和农膜等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其使用量。 
2.1.3  劳动集约度 

1990－2011 年，劳动集约度呈现出显著的下降

趋势，22 a 间下降了 73.24×1013 sej/hm2，降幅为

66.72%，年均下降 5.10%；其占生产要素集约度的

比例也由 60.88%下降到 20.13%，下降了 40.75 个百

分点；劳动集约度变化的方程为 L=−3.6647x+114.48
（R2=0.9782）（表 1）。传统农业是以劳动为主导（又

称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其生产效率低；

而现代农业则是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技术、大规模

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质的农业生产模式，其

生产效率高，因而又被称为工业化农业[20]。从劳动

集约度占生产要素集约度的比例来看，1996 年中国

劳动集约度为 96.23×1013 sej/hm2，其占生产要素集

约度的比例首次低于 50%（为 49.39%），也就是说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首次超过了 50%。因此，从耕地

生产要素集约度的能值分析上看，中国迈入现代农

业发展阶段大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就已经实现了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变[20]，可见中国的农业

现代化进程大致要落后发达国家 40 多年。 
根据 Lee 的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中国劳动集

约度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 2 个方面：第一，虽然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上存在争议，但中国农村存

在剩余劳动力是不争的事实[24-25]，因此农民为提高

生产效率及其自身收入水平，必然会产生内在的推

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第二，

工业部门较高的收入，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强烈地吸引着农民，

拉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21]。在劳动集

约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
2012 年）中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总产值数据，

计算得到中国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产值则

由 1990 年的 5 164.38×104元/hm2 增长到 2011 年的

15 004.98×104 元/hm2（1990 年不变价格），因此单

位劳动农业产值也由 47.05 元 /1013 sej 增长到 
410.77 元/1013 sej，这表明 22 a 来中国的农业劳动生

产效率增长了 8.73 倍；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

产效率；第二，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农

民的工作效率。劳动集约度的下降是农业经济发展

的必然规律，但它不可能一直下降，随着农村劳动

力的不断转移，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2 亿左右下降到 2011 年的 1 669 万，可

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为数不多[24,26]。根据刘

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和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劳动力转移将出现

拐点，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资源将产

生竞争[26]。然而，由于中国城市生活和福利条件明

显优于农村，因此在竞争过程中，农业明显处于弱

势地位。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仍不断流向城市

工业部门，导致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遍存

在老龄化、妇女化和弱质化现象[27]；例如，目前中

国 51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已达 33%，预

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50%[22]。因此，在“民工荒”

和农业优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如何优化配置劳

动力资源，以有效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2.2  生产要素集约度、复种指数和耕地利用集约

度变化分析 

2.2.1  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 

1990－2011 年，生产要素集约度 P 由 1990 年

的 180.29×1013 sej/hm2 呈波动状态上升到 1996 年的

194.83×1013 sej/hm2 ， 然 后 下 降 到 2000 年 的

178.35×1013 sej/hm2，2000－2011 年生产要素集约度

则保持平稳波动，始终维持在 180×1013 sej/hm2 左

右，偏差在 1.50×1013 sej/hm2，偏差幅度仅为 0.83%。

之所以呈现这一变化趋势，主要是 1990－1996 年，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 年均增长 4.68×1013 sej/hm2，

但期间劳动集约度 L 年均仅下降 2.26×1013 sej/hm2，

因而生产要素集约度 P 呈现出增长趋势；1996－
2000 年则恰好相反，其中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年均增

长 1.96×1013 sej/hm2 ，劳动力集约度年均下降

6.08×1013 sej/hm2；2000－2011 年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增加量和劳动集约度下降量基本持平，故生产要素

集约度保持稳定（表 1）。 
1990－2011 年，中国复种指数呈现出上升趋势，

22 a 来复种指数共上升了 0.203，升幅为 17.94%，年

均增速为 0.79%，其变化方程为 M=0.0096x+1.1084
（R2=0.9661）。复种是有效提高农业产出最简单直接

并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在 1986－1995 年的 10 a 内，

中国复种指数增加了 9.17 个百分点，增加复播面积

850×104 hm2，年增产粮食达 2 410×104 t，占同期粮

食总增产数的 36.5%，即农作物增产中有 1/3 多是

靠复种得来的[28]。因此，在化肥、农药和农膜集约

度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今后可更多地向提高复种指

数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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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耕地利用集约度 

在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的综合作用下，

耕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22 a 来上

升了 38.15×1013 sej/hm2，提高了 18.70%，年均增长

0.82%，其变化方程为 I=1.4967x+204.72（R2=0.7364）。
从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可

知，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农业政策是驱

动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原因[3,16,18]。为定量揭示社

会经济发展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选取总人口数

（X1）、人均耕地面积（X2）、人均 GDP（X3）、城

市化率（X4）和农业政策（X5）等 5 项指标进行主

成分回归分析；其中 2004－2011 年，中国连续 8 a
的中央 1 号文件关注农业与农村发展，因此赋予其

农业政策值为 1；而 1990－2003 年则为 0。 
从各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来看（表 2），

各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作用的大小依次为：X4＞X2＞

X1＞X3＞X5。可见，1990 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和

人口增长及其所导致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是推动中

国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高的最为重要原因；而且，

城市化和人口增长还增加了人们对食物的需求，迫使

人们在单位耕地面积上生产更多的粮食，从而增加耕

地的集约度。经济发展最为直接地表现是人们财富的

增长，进而使得农民对耕地的物质投入能力和水平增

强；农业政策则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对耕地物质资

本投入的意愿，进而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可见，经

济发展和农业政策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是间接

的，相对于城市化、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来

讲，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表 2  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系数 

Table 2  Coefficients of principle component regression model 

影响因素 
Factors 

标准化回归系数 
Standardized Beta 

总人口 Total population X1 0.850 

人均耕地面积 Cultivated land per capita X2 -0.853 

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 X3 0.825 

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io X4 0.856 

农业政策 Agricultural policy X5 0.758 

Adjusted R2 0.738 

F value 60.107 

Sig. ＜0.001 
 

2.2.3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分解 

   由式（4）和式（5）分解得到 1990－2011 年中

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情况。从表 3 可以看出，

1990－ 2011 年，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了

0.1858，其中复种指数增长了 0.1794，占 96.56%，

而生产要素投入仅增长了 0.0064，占 3.44%；也就

是说 22 a 来，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增长绝大部

分是由于复种指数提高而产生的。从不同发展时段

来看（表 3），1990－1995 年由于工业辅助能集约

度 G 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集约度 L 的下降速

度，因此生产要素集约度 P 呈现较快增长，其对

于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贡献占 78.89%；而  
1995－2000 年，由于劳动集约度下降速度快于工

业辅助能集约度的增长速度，因而使得生产要素集

约度下降了 0.077，虽然复种指数的增长率达到了

0.058，但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增长率仍下降了

0.019。从 2000－2005 年和 2005－2010 年 2 个阶

段来看，劳动集约度的降低和工业辅助能集约度的

提高大体持平，因而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增长都是源

于耕地复种指数的增加。可见，随着中国耕地流转

制度的完善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集约度的

下降和工业辅助能集约度的提高仍将使生产要素

集约度基本稳定，因此为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在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已较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化肥和

农药集约度已相当高），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

高复种指数应受到更大的重视。 
 

表 3  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分解 

Table 3  Decompo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different time in China 

时段 
Period 

生产要素集约度

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ensity

复种指数 
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耕地利用集约度

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1990－2011 年 0.0064 0.1794 0.1858 

1990－1995 年 0.0710 0.0180 0.0900 

1995－2000 年 -0.0770 0.0580 -0.0190 

2000－2005 年 0.0090 0.0450 0.0540 

2005－2010 年 -0.0020 0.0370 0.0350 
 

2.3  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2.3.1  1996 年中国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和劳动集约

度的区域差异 

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 和劳动集约度 L 在生产

要素集约度 P 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是反映农业现

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图 1a 反映了 1996 年中

国分省的工业辅助能集约度 G 和劳动集约度 L 的

变化情况（1996 年正式中国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过渡的时间，选用该年进行分析可以承上启

下）。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劳动集约度大于工业辅

助能集约度的省份主要有西藏、云南、贵州、青海、

四川、广西、湖南等 7 个地区，其中西藏最高，达

178.98×1013 sej/hm2，这些省份（湖南除外）都是西

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较低，人口多集中在农村，因而劳动集约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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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湖南的原因则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相比之下，工

业辅助能集约度较高的省份主要有北京、上海、江

苏、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北京

最高，达 168×1013 sej/hm2，这些省（市）都是经济

比较发达或者是工业基础比较好的省份，其城市化

水平高，农村人口比例相对较小，再加上从事非农

业生产的机会高，生产中普遍采用工业辅助能来替

代劳动，因而其工业辅助能集约度明显较高。 

 
a. 1996 年 

 
b. 2008 年 

 

图 1  1996 和 2008 年中国各省的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 
Fig.1  Industrial energy intensity and labor intensity in provinces of China in 1996 and 2008 

 
利用 1996 年的数据，计算得到中国 30 个省（市、

自治区）的 V 值，其中最小的为西藏（V 值为 0.32）；
最大的为北京（V 值为 2.98）。将其划分为 3 个发展

层次：0＜V≤1.0 为传统农业发展阶段；1.0＜V≤1.5
为初步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V＞1.5 为基本进入

现代农业发展阶段[9,20]。根据划分标准，1996 年中国

仍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的省份有西藏、贵州、青

海、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甘肃、江西、浙江、

海南、陕西等 12 个地区；初步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

段的省份有广东、河南、安徽、福建、内蒙古、宁

夏、山西、山东等 8 个地区；基本进入现代农业发

展阶段的省份有河北、湖北、辽宁、吉林、江苏、

天津、黑龙江、新疆、上海、北京等 10 个地区。 
2.3.2  1996－2008 年中国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和劳

动集约度变化的区域差异 

图 1b 反映了 2008 年中国各省工业辅助能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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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劳动集约度的变化，其中重庆市并入四川省计

算（受研究资料局限，各省耕地面积数据只能更新

到 2008 年）。从图 1b 可以看出，1996－2008 年，

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集约度都有明

显下降，而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则快速上升。13 a 来，

劳动集约度降幅超过 50×1013 sej/hm2 的省份有西

藏、四川、贵州、云南、浙江、安徽、湖南、江苏、

山东、河南、广西、青海、福建等 12 个地区，其

中西藏下降的最多，达 90.80×1013 sej/hm2，而江苏

则降幅最大，达 67.64%。这些地区大部分是西部农

业省份或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存在较多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再加上其工业发展水平低，随着经济的发

展，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转

移；而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则是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其 1996 年劳动力集约度相对较高，随着务农

机会成本的增加，因而劳动力集约度也明显下降。

相比之下，劳动力集约度降幅在 25×1013 sej/hm2   

以下的省份有北京、黑龙江、新疆、海南、天津、

内蒙古、上海，其中北京下降最小，仅为

8.73×1013 sej/hm2。这些地区当中，北京、天津、上

海为直辖市，前文分析表明 1996 年 3 市就已基本

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而且其劳动集约度本来就

很低，下降空间很小；而其他地区则属于地广人稀

的省份，因而其劳动集约度降幅也很小。 
    从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增长情况来看，增加在

50×1013 sej/hm2 以上的省份有天津、海南、西藏、浙

江、河南、陕西、广西、山东、广东、福建、湖北等

11 个 地 区 ， 其 中 天 津 增 长 最 大 ， 达

131.06×1013 sej/hm2。这些地区当中，一部分属于沿海

省份，1996－2008 年，其经济呈现高速增长，大大增

强了农民对耕地的物质投入；而河南、湖北等省份则

属于粮食主产区，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其工业辅助

能集约度也明显提高。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增长小于

25×1013 sej/hm2的省份有上海、黑龙江、北京、安徽、

辽宁、贵州、吉林等 7 个地区，其中上海的工业辅助

能集约度反而下降了 17.53×1013 sej/hm2，这些地区在

1996 年就已经基本进入现代农业生产阶段，故其工业

辅助能增长的幅度较小。 
    2008 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指数（V）中，

贵州省最低为 1.28，天津市最高为 6.38。将 V 值划

分为 4 个层次 1.0＜V≤1.5 为初步农业现代化阶段，

1.5＜V≤3.0 为基本农业现代化，3.0＜V≤4.5 为中

度农业现代化，V＞4.5 为高度农业现代化[9,20]。根据

此划分标准，处于初步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只有贵州省

1 个，处于基本农业现代化阶段的省份有青海、西藏、

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甘肃、广东、江西、福建、

浙江、陕西等 12 个地区，处于中度农业现代化发展

阶段的省份有海南、山西、安徽、辽宁、河南、北京、

黑龙江、山东、河北等 9 个地区，处于高度农业现代

化发展阶段的省份有宁夏、上海、内蒙古、吉林、湖

北、新疆、江苏、天津等 8 个地区。 
2.3.3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其区域

差异 

利用式（4）和式（5）分解得到 1996－2008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

情况（表 4）。 
 

表 4  1996－2008 年中国各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的 

因素分解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the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1996 to 2008 

地区 
Area 

生产要素集约度

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ensity 

复种指数 

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耕地利用集约

度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北京 Beijing 0.038 -0.112 -0.074 

天津 Tianjin 0.563 -0.143 0.419 

河北 Hebei 0.031 0.070 0.101 

山西 Shanxi 0.021 0.068 0.089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0.216 0.488 0.704 

辽宁 Liaoning -0.049 0.047 -0.003 

吉林 Jilin -0.075 0.240 0.165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016 0.354 0.338 

上海 Shanghai -0.198 -0.081 -0.278 

江苏 Jiangsu -0.127 0.008 -0.119 

浙江 Zhejiang 0.013 -0.307 -0.294 

安徽 Anhui -0.193 0.119 -0.074 

福建 Fujian 0.007 -0.174 -0.168 

江西 Jiangxi -0.030 -0.062 -0.092 

山东 Shandong -0.013 0.003 -0.010 

河南 Henan 0.019 0.181 0.200 

湖北 Hubei 0.039 0.022 0.061 

湖南 Hunan -0.047 -0.056 -0.102 

广东 Guangdong 0.070 -0.064 0.006 

广西 Guangxi 0.002 -0.010 -0.008 

海南 Hainan 0.617 -0.047 0.571 

四川 Sichuan -0.260 0.068 -0.192 

贵州 Guizhou -0.302 0.168 -0.134 

云南 Yunan -0.202 0.255 0.052 

西藏 Xizang -0.035 0.051 0.016 

陕西 Shaanxi 0.052 0.107 0.159 

甘肃 Gansu -0.039 0.109 0.070 

青海 Qinghai -0.139 0.154 0.015 

宁夏 Ningxia 0.045 0.418 0.463 

新疆 Xinjiang 0.074 0.407 0.481 

 

从表 4 可以看出，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率为负

的省份有浙江、上海、四川、贵州、福建、江苏、

湖南、安徽、江西、北京、山东、广西、辽宁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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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另外广东省增长率也仅为 0.006。这 14 个

地区中，浙江、福建、北京、广东、江西、湖南、

广西等 7 个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

复种指数 M 增长率的下降而导致的（上海的复种指

数增长率也下降了 0.081），其中浙江省下降最高，

达 0.307。这些地区都是中国南方水稻主产区，其

复种指数的下降，不但导致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下

降，而且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较大影响。辛良

杰研究表明，1998－2006 年间，中国南方双季稻区

至少有 174.4×104 hm2 的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由此造

成的水稻播种面积减少 13%，水稻总产量减少

5.4%，粮食总产量减少 2%，其中经济发达省份“双

改单”现象和产量损失尤为严重[29]。因此，在中国

南方水热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更为重视提高复种指

数。比较而言，上海、四川、贵州、江苏、安徽、

山东、辽宁等 7 个地区则是由于生产要素集约度 P
增长率的下降而导致的，其中四川下降最多，达

0.260，主要是劳动集约度的快速降低而导致的。 
相对于上述 14 个地区，内蒙古、海南、新疆、

宁夏、天津、黑龙江、河南、吉林、陕西、河北、

山西、甘肃、湖北、云南、西藏、青海等 16 个地

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率则为正值，其中内蒙古

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率最高，达 0.704。青海、西

藏、云南、甘肃、吉林、黑龙江等 6 个地区的生产

要素集约度增长率均为负值，但由于复种指数增长

率较高，因而使得其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率仍为正

值，这表明复种指数的增加是这些地区耕地利用集

约度增长的根本原因；湖北、山西、河北、陕西、

河南、宁夏、新疆、内蒙古等 8 个地区的生产要素

增长率和复种指数增长率均为正值，其中复种指数

增长率占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率的比例（也就是复

种指数对于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5.90%、76.55%、69.63%、67.20%、90.67%、90.19%、

86.49%和 69.29%，可见除湖北省外，复种指数的增

长是这些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天

津和海南则正好相反，2 个地区复种指数增长率为

负值，生产要素集约度的增长是其耕地利用集约度

增长的根本原因。 

3  政策启示 

1）1990－2011 年中国劳动集约度不断下降，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而已经迈入劳动力转

移的刘易斯拐点，即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将在

劳动力资源使用方面展开竞争。鉴于目前农业生产

中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妇女化和弱质化现象，必

须坚决实施《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

划》，加快构建覆盖全国所有乡村的农民培训体系，

围绕农业生产开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各种实用技术

培训，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

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2）目前，中国化肥、农药和农膜集约度已经

相当高，并且对农业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产生了明

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有效控制化肥、农药和

农膜的使用量，提高其使用效率，尤其是沿海的一

些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应加快推进耕地质量监管

保护信息化建设，扩大测土配方施肥信息系统建

设，提高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使用量，

在沿海经济发达且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精准农业，提

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3）复种指数是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方

式，目前南方水稻种植区复种指数不断下降，已经

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农业生产效益低

下是复种指数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

强对种植粮食的补贴，完善和细化粮食补贴政策，

具体应按照按粮食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而且应

将补贴直接补给种粮者而非土地承包者；与此同时，

可以适度提高早稻和双季晚稻的收购价格水平[29]。

鉴于劳动力短缺也是复种指数下降的重要原因，应

加快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农业机械设备的推广。 

4  结  论 

以能值为统一量纲，分析了 1990－2011 年中

国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和劳动力等五大生

产要素集约度的变化；通过分解耕地利用集约度，

分析了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的时空变化，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1）1990－2011 年，农业机械、化肥、农药、

农膜集约度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6.59%、2.89%、

3.88%和 7.42%，而劳动集约度年均下降速度为

5.10%。1996 年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在生产要素集约

度中的比例首次超过劳动集约度，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迈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1990－2011 年，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化

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物质投入，复种

指数增长率为 0.1794，对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

起到关键性作用。 
2）在经济和社会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

耕地的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变化的区

域差异明显。1996 年，劳动集约度大、农业现代化

发展程度低的地区大多是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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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较低的地区，而劳动集约度小、农业现代化发

展程度高的地区大多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高、工业

化基础较好的地区。1996－2008 年，劳动集约度下

降幅度较大的主要是西部农业省份和部分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而下降幅度较小的主要是农业现代化

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区和部分地广人稀的地

区；工业辅助能集约度增长幅度大的主要是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和部分粮食主产区，增长幅度低的主要

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3）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分解的结果表明，1996－

2008 年期间，有 14 个省（市、自治区）耕地利用

集约度下降，其中 7 个是南方的水稻主产区，其主

要原因是由于复种指数的下降而导致的；而其他 7
个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集约度的下降而导致的。

在 16 个耕地利用集约度增长的省（市、自治区）

当中，有 13 个地区是由于复种指数的增长而导致

的，而只有 3 个地区是由于生产要素集约度的增长

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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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mited cultivated l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restrictions fo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ow to use it intensively is the focu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search scholars. Based 
on emergy theory and methods,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 was composed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ensity 
(P) and multiples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M).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 law of all the five production factor intensities, which are farm machinery, fertilizer, pesticide, agricultural 
film and labor, and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1. The results showed: Firstly, during 
the past 22 years, the farm machinery intensity, fertilizer intensity, pesticide intensity, and agricultural film 
intensity were all in a linear growth trend, and their annual growth rates were 6.59%, 2.89%, 3.88% and 7.42% 
respectively; while the labor intensity was in a linear decreasing trend, and its decreasing rate was 5.10 percent. In 
1996, the possession of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energy intensity, including farm machinery, fertilizer, pesticide, 
and agricultural film, in the total production factors intensity first exceeded 50 percent, which meant that China 
had entered the modern agriculture stage in the middle of 1990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was also in a linear growth, an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0.79%; its total increasing rate was 0.1794 in the past 22 
years, and wa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the increase of land use intensity. Secondly, in 1996,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low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rovinces were that they were all rated with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in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evels and a good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e labor intensity was low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was high. From 1996 to 
2008, most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some of the coastal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labor intensity decreased a lot; while in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vinces with 
more land and fewer persons, labor intensity decreased only a little. In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art of China and som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energy intensity increased a lot; In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energy intensity increased only a little. Thirdly, from 1996 to 2008, in the major rice producing 
areas in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decreased a lot, which was the major reason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decreasing of their land use intensity; In most provinc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increased a lot, which was the major reason that improved their land use intensity. 
Key words: land use; fertilizers; pesticides; cultivated land; intensive use; emergy;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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